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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巧力、人權與國際法：後布希年代美帝國主義的新包裝 

Randall Williams 原著，何春蕤翻譯 

(Excerpt from The Divided World: Human Rights and Its Violence, pp. 106-115) 

 

1. 反對世界主義？ 

義大利政治哲學家 Danilo Zolo 反對通俗自由主義說我們必須擁抱某種世界

主義才能克服現存的人性國際分工，他提出挑戰：「有什麼世界主義計畫不是

本質上霸道而暴力的？」針對 1815 年的神聖聯盟、1920 年的國際聯盟、1945
年的聯合國等戰後世界主義計畫的歷史記錄，Zolo 進行分析而得到上述觀察。

這些「國際」組織的成立當然可以說是企圖達成世界和平穩定的一連串重要努

力，但是 Zolo 想說的是，這些大國為了保障持久普遍的和平而持續設計的國際

規劃和結構，不管原先的企圖如何「真切」，最終一定都會與戰勝國霸權勢力

的維持和擴張形成衝突。結局呢？「上述三個國際組織的規劃根本沒有任何可

見的成果。」 

Zolo 認為，從真實世界現有的衝突或者潛在擴大衍生中的衝突來看，結果

剛好相反。因為（公開宣示的）「渴望和平」和（實際上）「鞏固霸權」之間

的矛盾，根本就構成了這些「新國際」和各種「國際」組織的形式和功能。我

們在實際打造國際社群的做法中看到的是，勝利國總是一再嘗試限制那些可能

影響霸權合法性和持續性的──主要從經濟和科技革命中興起發展的──社會

運動。因此每個「新的」世界主義模式結果都壯大了最近得勝的國家：1813-
1815 年拿破崙戰爭後的奧地利、英國、普魯士和俄國；1914-1919 年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的英國、法國、義大利、日本；1941-1945 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

國、英國、蘇聯。 

1989 年冷戰結束後的最新建構，就是得勝國美國提出「新世界秩序」來重

申「國際」的說法。從第一次波灣戰爭到英美入侵阿富汗和伊拉克，這個重申

的結果完全可以預料，因為「整個現存的國際組織結構」其實是個關鍵工具，

「在外交上準備開戰，而在形式上合法化、正當化戰爭」。帝國－世界的野心

往往以上述軍事－政治結構和高度集中化的司法體系作為手段，克服「國家主

義」對國際勢力所造成的分裂，最終則擴大強國的國際侵略，強化其毀滅的力

道。 

Zolo 因此結論：實際上，建立「普世而持續的和平」，是和「凍結國際機

構建立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既有世界版圖」攜手並進的，「因為和平不僅僅

反對戰爭，也隱含著反對改造社會、反對發展、反對建設性的競爭」。對於凍

結現有秩序的說法，Zolo 可能有點言過其實，然而霸權國能夠強勢維繫和擴張

現有的權力和控制，這一點 Zolo 倒是說對了。即便如此，對不同國家的勢力加

以差別管理，往往也會遭遇反霸權的抵抗，可是這種辯證的動力是 Zolo 的「凍

結說」所抹滅的。因此，需要問的相關問題是：不管有意設計還是有效的反利

用，戰後國際組織的建立和擴張是否打開了空間，歡迎進步或激進的介入？ 

 

2. 反對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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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奇幻小說家 China Mieville 在他第一本非虛構作品《平權之間：馬克思

主義國際法理論》（Between Equal Rights: A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5）中討論了國際法所蘊涵的進步或激進解放潛力。就他而言，國際法的具

體歷史找不到什麼證據說它有此潛力，因此也對未來抱持渺茫的希望。可是即

便歷史記錄很差，即便承認這個漫長的失敗史，也嚴厲的批判國際法，幾乎沒

有法學理論家願意放棄這個他們覺得值得繼續奮鬥的場域。相反的，他們潛心

投入挖掘國際法，找尋可能操作的空間以便推動進步政治。例如第三世界批判

法律理論家 B. S. Chimni 一面說「激進變革的鬥爭不可能從法律領域發出」，

但是他同時也說「法律體系提供各種工具以處理人類所面臨的危險」。芬蘭法

律學者 Martti Koskenniemi 則更巧妙而委婉的說：既然國際法提不出「一個通盤

連貫的改善世界方針」，那麼國際法律師們在加入一般的解放計畫時「就應該

盡量減縮規範性」。倫敦大學法學教授 Peter Fitzpatrick 認為，法律的「確定內

容」可能回應了「霸權的要求」，但是這種法律仍然可能「透過其內在的倫理

而對主宰力形成突破性的挑戰」。這個說法被 Mieville 稱為近期國際法學術圈

內最令人費解的創見。 

雖然沒有證據支撐這種可能性，國際法律學術圈內幾乎每一個具有批判力

的理論化努力，都支持尋找追求目前尚未存在但可能被國際法打開的進步或激

進空間。這方面已經出現了許多不同的方法和進路，差異也很大，然而大家都

假設這個空間會從法律本身對平等、自由、公正的投入而來。在這個不變的承

諾裡，大家雖然知道法律本身的結構和形式是由帝國勢力所支撐，但是仍然夢

想可以努力從司法平等的宣稱中拉出某種大過帝國勢力的超法律力量。有些批

判法律學者雖然已經承認國際法的帝國主義根基，卻仍然保留一個堅定的信

念：他們相信超國家的法律機構必須存在，以減低暴力，推進正義。理論家當

然會這樣想，畢竟法律世界主義的定理不斷的覆誦著許多政治－知識論的基本

門檻，他們認為不符合這些門檻的批判（或抵抗）最終都會淪入混亂或虛無。

因此，不支持這種對「法律可以達成正義」的堅定信念，就是破壞最高層次的

法律秩序，而這種不合倫理的做法是完全不可想像的。 

Mieville 已經寫過許多虛構小說來讓不可想像的東西顯現，對他而言，我們

最需要重新思考的就是現代法律自由主義的絕對侷限。他因此提出了一系列反

霸權的說法： 

 國際法無力也不會採取行動去推動「正義的世界秩序」； 

 國際法在結構上就無力成為追求正義、改變社會的力量； 

 選擇支持帝國主義的某些部份但是只譴責其他部份，就是沒把它當成

整體來看待； 

 把法律的勝利當成可以達到無暴力的世界，這個想法不單空泛虛無，

在分析上也是很根本的錯誤。暴力關係正構成了法律。 

傳統上，武力和國際法是被對立起來的；創造一個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被

視為就是用法律取代武力。Mieville 則認為國際法的形式一方面預設了司法平

等，但同時也預設了民族國家的不平等暴力，而在現代全球資本主義的脈絡

裡，那種不平等暴力就是帝國主義本身。事實上，不平等暴力的必要主要來自

司法平等：也就是說，眾多司法主體中的一個，得以透過其強制力道（其帝國

主義的籠罩），從司法關係中創建了法律。國際法就假定了帝國主義，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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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有普世的形式，前提正是司法平等和自決。在最抽象的層次上，沒有暴

力，就不可能有法律形式。因此就像 Mieville 說的：「在現代國際資本主義的

具體際會時刻，這就意味著──沒有帝國主義，就不可能有國際法。」 

[…] 

 

3. 反對人權？ 

學者和運動份子現在越來越轉向人權論述，以尋找國際法最可能被進步左

派挪用之處。但是 Mieville 提醒：「就算我們同意人權論述可以提供空間，對

權力加以激進的批判，然而這個論述所做的可不只這些……就算能拉出激進的

效應，人權被反過來挪用的可能性，遠超過被激進挪用的可能。」 問題不是說

對人權的看法在本質上沒法被限定只為進步論述所用，而是一旦被霸權重新挪

用，我們要付上的代價就遠遠超過自由左派的對抗性挪用所能成就的好處： 

…人權制度的內涵其實超過與人權相關的法律規範和制度，因此這種

「挪用」所合理化的對象不但是那些助紂為虐或者掩蓋開脫違反人權事

件的特定法律，同時也包括早已被徹底批判的那些高大上的國際法和司

法形式（有時候批評者也在試圖挪用這些範疇）。 

換句話說，Mieville 承認，「無可否認，法律可能被用來推動改革」，但是

他認為這種「進步」總是「被倒退所限制」。由於透過人權來推動短暫的、進

步的挪用其實機會渺茫，收穫甚少，而且必然會付上重大代價，合理化了國際

法以及對它的錯誤認知，因此 Mieville 建議社會運動從下往上奮鬥，放棄國際

法的領域，甚至抗拒法治。 

[ . . . ] 

 

靈巧力與美帝國主義的重新包裝 

2009 年還是國務卿提名人的希拉蕊．克林頓面對參議院審查時提出了一個

「新框架」來思考如何在後冷戰、後布希時代推進美國在全球的利益。這個重

組美帝國主義計畫的核心就是 2004 年美國駐聯合國前副代表 Suzanne Nossel 所
創的名詞「靈巧力」（smart power），希拉蕊將這個概念重新解釋為：利用

「我們可以使用的所有工具──外交的、經濟的、軍事的、政治的、司法的、

文化的──針對每個情況選擇最適合的工具」i。這種選擇性的使用帝國「所有

的」力量，目的是要對比布希政府的做法：希拉蕊認為布希太倚賴軍事武力，

以致於「提供給人民的是一組假選擇：武力 vs.外交，單邊 vs.多邊，硬實力 vs.
軟實力」。她個人認為：「把這些選擇當成必然是二選一，反映了在意識形態

上非黑即白的世界觀，結果美國反而沒法靈活的使用各種工具以便成功領導」
ii。更重要的是，希拉蕊認為「靈巧力」和過去美帝國武力的區別，在於靈巧力

知道「國際法和國際組織可以幫助我們鼓吹並推動美國的利益和價值，而不會

限制美國的勢力。」 

「靈巧力」的創始者 Suzanne Nossel 顯然很高興希拉蕊對這個概念的使用：

「希拉蕊太棒了，她切實的面對了所有困難，同時根本上又很樂觀。她的說法

是只要能協調一致的使用所有的權力工具，美國向下沈淪的趨勢就可以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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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會讓靈巧力變得很酷炫。」iii2004 年 Nossel 剛創造這個概念時還是一家媒體

大企業的商業發展部主任，之前她擔任過美國駐聯合國管理和改革大使的副手

（1999-2001），現在則已經變成人權觀察組織的主要執行長。iv 

Nossel 的規劃是，靈巧力應該被用來「讓自由國際主義再起」，她認為布

希政權「把人權和民主的修辭糾纏在單邊侵略策略裡」，結果把自由國際主義

給染了色，「進步人士….必須重新框架美國的外交政策，照著他們對推動自

由、貿易、和人權的積極信念，長期保障美國的安全，對抗恐怖主義和其他威

脅」v。新保守主義可能會擔心美國是不是改變方向了，Nossel 向他們保證：

「建立一個寬廣基礎的自由國際主義運動，不會迫使美國放棄主導的位置」 
(137)。   

歐巴馬總統則恰如其分的出面肯定美國在黑暗的布希年代之後需要重建帝

國，他宣佈計畫： 

政府祕密授權酷刑，這違反了美國的核心價值，也嚴重危及我們的安

全。布希政權的根本問題之一就是採取酷刑….這使美國的世界地位下

降，而不是上升。我們當然應該竭盡全力搜尋並逮捕或處決恐怖份子，

但是酷刑不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應該告訴全世界，美國拒斥酷刑，

絕無例外情況，也不會模稜兩可….我若是當上總統，絕不會私下違反美

國憲法和法律，我們會對美國人民坦誠，也會忠於我們的價值。vi 

擔負著在國內和國際間「扭轉美國下沈頹勢」的任務，歐巴馬政府很快的開始

修飾美帝國主義的毛邊，上任第一天就簽署了一份行政明令，關閉設置在古巴

關塔那摩灣的酷刑監獄。這個舉動得到了許多人支持，包括軍方高級將領，因

為它攻擊前任布希政府的酷刑策略其實是不必要的「過量」，這樣在意識形態

上同時也把美國佔領伊拉克和阿富汗的各項基本行動都正常化、例行化。為了

不讓行政命令這個象徵性的行動在面對恐怖威脅時看起來氣勢太弱，歐巴馬也

澄清這並不是從「向恐怖開戰」退卻，它只是戰略重組的一部份，要將帝國的

任務高度法治化：「我們想要傳播到全世界的訊息就是，美國決心將此刻和暴

力恐怖的鬥爭起訴到底。」如果對美國外交政策是否根本上有所轉向還有疑

慮，那麼只要看看 4 天後歐巴馬單邊授權了對巴基斯坦發動兩起飛彈攻擊、炸

死 22 人就可以放心了。vii  

布希下台，歐巴馬上台，除了飛彈攻擊，還有許多「反恐攻工具」繼續留

用。新總統上任兩週內就發佈了行政命令，同意授權中情局繼續「抓捕行動」

（也就是不經過任何法定程序，在世界各地祕密逮捕嫌犯，送到設在其他國家

的祕密看守地點）viii。儘管全世界反對聲浪很高，歐巴馬政府明顯決定抓捕計

畫對「向恐怖主義開戰」是必要的ix。一位匿名的歐巴馬內閣閣員說： 

顯然你需要保留某些工具，因為你還是要抓捕那些壞蛋。我的法律顧問

研究過，在某些圈子裡，抓捕有些爭議，在歐洲也引發風暴，但是如果

在有限範圍內執行，這個做法還是可以接受的。x  

新政府的「超級合法主義」還有別的例子。歐巴馬的行政命令要求設置特

別工作小組，以確認抓捕「不會造成人員被送至其他國家面對酷刑」，也不能

影響人權法律和人權條約的執行。然而在國際綁架行為上附加這個奇怪的司法

限制，顯然已經足夠使某些在布希時代很兇狠的批評者轉為歐巴馬的忠誠支持

者。「人權監督」華盛頓地區的倡議主任 Tom Malinkowski 針對這個行政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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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在有限條件下，抓捕有其一定的合法位置。我從總統命令裡清楚聽到

他承諾設計一個體系，不會再造成人員被送往其他國家接受酷刑。」xi如果歐巴

馬的帝國法律主義照過去的走向繼續前進，「人權監督」對抓捕的說法實在令

人驚訝。自由主義政論家常常被大型人權組織所採取的立場嚇到，這顯示人權

目前已經被一組非歷史的預設所包裹，它假設人權就是一種柏拉圖式的理想而

不被權力、利益、政治的各種偶然或消長所影響。結果，只要人權論述的歷史

脈絡被揭露，自由主義人權倡議者的下巴就得掉一次。xii   

批評者和學者過去以為國際法是一個進步的回應，可以針對布希年代「過

度的」帝國主義單邊主義，然而此刻美帝國主義的選擇性重新包裝卻構成了棘

手的問題。現在美國採用靈巧力，也很小心的注意「反恐工具」的「可合法

性」，一旦新國際的法律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的利益整合，那麼國際法就

可再度成為新帝國主義國家所偏好的外衣xiii。儘管帝國主義的法律主義有其表

裡不一和深刻矛盾之處，它被設計出來主要就為了有效管理「觀感」（也就是

歐巴馬所說的「美國傳送給全世界的訊息」），以便維繫那個唯一不變的原則

──推進美帝國主義利益──繼續運行。 

當美帝國主義重新採用靈巧而酷炫的鑲飾，在修辭上表示屈服於「國際法

的管制」，在策略上偶爾採用多邊攻勢時，這極有可能會讓某些自由主義份子

重回美國帝國主義的懷抱，但是也會困擾任何想要用「不合法」或「單邊」的

理由來譴責美帝國主義海外行動的法律策略。對於那些想從司法角度來批判美

帝國主義的人而言，危機在於歐巴馬政權就像 1990 年代克林頓政權一樣，很清

楚知道「多邊主義也可以作為帝國主義的有效策略，就和單邊主義一樣（甚至

更佳）」xiv。上述那位無恥的人權帝國主義者 Nossel 就毫無困難的宣告，多邊

主義永遠不可作為新帝國主義盤算的基本原則：「把自由主義國際主義的大業

交給多邊體系，既不可行，也不划算。」xv面對這個帝國主義的彈性權力計畫─

─不管是愚笨或靈巧、殘暴或仁善──我們需要推動一種反帝的國際主義，但

是其中的彈性將來自於認清了人民的需求有著巨大的多種差異（而不是出於那

些拼命想要找新掩飾方法的法律顧問頭腦裡）。在這個對抗霸權的運動裡，我

們需要更加激進的參考國際主義的一貫傳統──從國際工人協會到世界社會論

壇，從泛非主義者 DuBois 到法國黑人革命家 Fanon 到本文提到的 Zolo 和

Mieville──去理解他們已經看到的事實：帝國主義的利益和國際正義是永遠無

法並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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